信息化背景下的“非遗”科普模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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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前大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简称“非遗”）的科普价值尚未得到充分挖掘，以青蒿素的发现及手工造纸技艺为例说明“非遗”科普的内涵、必要性和信息化表达方式，从概念和实际操作层面进行问题梳理和对策思考，并提出“非遗”科普的两种模式（普通模式和专家模式）及其相互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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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Model of "Intangible Heritage" Science Populariz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format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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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cience populariza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management. And the value of science popularization of a large number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referred to as " Intangible Heritage ") has not yet been fully tapped. This paper uses artemisinin’s discovery and manual paper making techniques as examples to illustrate the connotation and necessity of  “Intangible Heritage” science popularization, comb and countermeasure the problems of "Intangible Heritage" science popularization with the concept and practical level. At the same time, this paper points out two modes (ordinary mode and expert mode)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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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作为科技管理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科技工作者对其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不断发展发展的过程，最初是普及科学技术知识，后来包括了科学思想、科学方法及科学精神等。正如学者周孟璞等[1]所指出的那样：科普是一个历史的、动态的、发展的概念。科学普及是一个过程，科普概念也在发展中，因此，在科普工作中，既要注重科技知识的外在功利，又不可忽视其内在的科学思想、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大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简称“非遗”）是民族先祖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文化财富，蕴含了我国古人科学意识和造物思想的历史脉络，对现代中国人的科技创新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而目前我国大量“非遗”的科普价值尚未得到充分挖掘，“非遗”科普尤为必要。

1   “非遗”科普：内涵及其必要性

“非遗”科普，顾名思义，即是以“非遗”为基础素材所进行的科学普及工作。具体来说，“非遗”科普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科普工作的交叉领域，代表着科技与文化的融合。这里的融合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内容的融合；二是媒介形式的融合。在内容上，“非遗”里的知识和技艺更多的是历史中的科学，在现在看来更像是中国的科学史。而许多学者也强调，科学史教育在普及科学知识、倡导科学方法、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的活动中具有独特作用,是进行全方位科普的有效手段[2]。既然在科普范围中，那么在传播的内容中就应着重挖掘“非遗”中闪烁着科技知识、科学方法与思想的部分，突出重点，而不是“铺大饼式”的平均用力；客观地展现前人在人与自然关系中的科技尝试，用已有科学知识去辨析“非遗”中哪些是进步的做法、哪些是没有科学道理的，而不是无理性地热情崇拜；清晰完整地讲诉“非遗”的时代背景和来龙去脉，而不是模模糊糊、似是而非地让受众无法准确理解。在媒介形式上，现代科技的发展和应用在不断衍化出一批批千姿百态的科技消费产品和服务的同时，也无时不在地将其塑造成影响人类文化生产内容与形态的新型媒介。正是留声机、摄影、电子、光纤通信、无线电通讯、激光照排，以及CD、VCD、DVD等技术和产品的发明，使音响、电影、广播电视、互联网等文化行业得以形成。如果把现代科技手段比作“新瓶”，那么“非遗”就像“旧酒”，“新瓶”装上“旧酒”，“酒”也将不是以前的“酒”，而是易于广大普通民众接受的可批量化生产的文化工业产品，即一种叫做“非遗”科普的新的媒介。

一般来说，“非遗”保护主要是针对那些体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历史、科学、文学、艺术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且这些遗产由于历史和现实原因，正处在濒临消亡的危机中[3]。可见，科学性也是“非遗”保护的内在缘由。中国大陆首位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获得者屠呦呦的获奖历程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她在抗疟疾新药的研发过程中受到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中草药的关键性启示，结合自身的西方现代医学方法的积淀，成功发现并提取出了青蒿素，为人类的健康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值得一提的细节是，当时在美国结合侵越战争需要，筛选化合物达30万种等大量工作未获成功的情况下，屠呦呦团队以现代科学继承发扬祖国医药学遗产为指导思想，从系统整理历代医籍、本草入手，在收集2 000多种方药基础上，归纳编纂成《抗疟方药集》，又从中选200多方药组织筛选[4]。经研制380多个样品，特别结合古代用药经验，仍然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青蒿在之前已经实验过多次，效果一直不是很理想，以至一度被放弃。“之所以放下了又捡起来，失败了又实践，就是觉得从历史来看它的基础是比较好的。”在重新分析思考、研读文献过程中，屠呦呦注意到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说要“绞汁”服用。为什么在这里要用绞汁法，而不用通常的水煎法呢？仔细推敲后，屠呦呦觉得有可能是因为绞汁疗效优于水煎。经过深入分析后，屠呦呦意识到有可能是高温破坏了青蒿提取物的疗效。于是改用乙醚在低温状态下提取,终于在1971年获得青蒿抗疟有效成分[5]。试想，如果屠呦呦只知道西方现代医学而不懂中国传统中草药药方（哪怕没有注意到“绞汁”这一细节），青蒿素的发现过程必然会走上弯路。

令人遗憾的是，直至现在，仍有许多中国人把历史的传统的东西等同于落后、腐朽与伪科学，甚至希望非物质文化遗产早日全部消失，全盘接收来自西方的“先进文明”。不可否认，近代科学发源于西方，然而，不同于西方科学范式的古代中国的大量科学经验、科技成果、科学方法和思想也是整个人类的无价珍宝。如果连当代中国人都把“非遗”弃之如敝履，不管不问任其消亡，岂不是本民族和科学界共同的悲哀？因此，亟需让大众知悉了解我国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所蕴含的科技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这便是“非遗”科普的迫切性与必要性之所在。

2  “非遗”科普的信息化表达

技术进步和经济全球化的相互促进带来了传播表达方式的即时性与多样性，使科普变得更加高效、方便快捷和充满乐趣。云计算、大数据、虚拟现实等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使分散化、精准化、交互式的科普服务成为现实。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的发展，极大地变革了传统科普的模式，科普实践工作出现了向网上重点转移的趋势，网络科学信息消费者的比例也日益庞大[6]。

科普信息化方面，国内学者已经做了一些研究。有学者指出，在国家信息化的大环境下，科普信息化的重点在于更有效地利用现有的信息化公共基础设施，做好数字化科普资源的集成和推送，引领科普理念和模式的创新实践[7]。进一步的，本文认为，在“非遗”题材内容创作真实性得以充分保障的基础上，“非遗”科普的关键在于其信息化表达方式。就种类而言，本文将其信息化表达方式归纳为图文类、音视频类以及交互类这三大类，而每一类的表达方式又对应着若干不同的传播途径，由此构成具体的媒介系统。下文结合我国的重要“非遗”——手工造纸加以说明。

2.1   图文类

信息的图文表达方式称得上最传统、最简单、最基础的方式了。各大手工造纸“非遗”保护区（如：安徽泾县、四川夹江、云南大理等）都有大量的图文搭配的宣传栏，详细介绍本区域的造纸历史、造纸工艺和“非遗”传承人等，这些文字和图片以较为低廉的成本和简明扼要而又直接的方式给人们（尤其是外来游客）作了传统手工造纸的相关科普。随着微信公众号的兴起，这些文字和图片可以被编辑成微信公众号中的文章，通过网络社区形式呈几何级向外传播，传播范围更大、受众更多。

图文方式中还有比较特殊的一小类——动图。动图顾名思义，即“能动的图”，通常是GIF格式，可以单独存储在手机表情包中，随取随用，方便快捷。动图所包含的信息量比单一的图片大，既可展示动态过程，还可将文字编辑进图中。

图文类另一高级形式便是动漫。动漫极富感染力、亲和力,尤其对青少年群体具有天然的吸引力。在某种程度上，动漫是与心灵相通的人类共同语言[8]。

总体来看，图文类信息化表达易得易用、覆盖面广，所需的媒介传播条件要求较低，具有很好的受众可达性。

2.2   音视频类

音视频即音频和视频的总称。手工造纸的音视频类信息化表达方式包括宣传片、纪录片、广播节目、影视剧片段以及电视直播等。各大手工造纸区普遍都制作了本区域手工纸的宣传片，其中有许多镜头还嵌入该区域的城市宣传片中，成为当地政府推动招商引资和文化旅游的一块招牌。如安徽泾县和四川夹江分别针对宣纸和竹纸的制作工艺，邀请专业人员拍摄了详实的纪录片，成为研究造纸技艺的珍贵档案资料，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大型开幕式表演的电视直播中，也艺术化地融入了宣纸的抄造动作，对中国古代科技文化以及宣纸本身的宣传推广都是一次成功的尝试。另外，随着车载广播受众群体的增多，录制手工造纸“非遗”传承人的介绍访谈节目也比以往有了明显增多。

总的来说，音视频类信息化表达方式的传播途径主要是电视、广播和互联网。此种方式中，内容制作的门槛和复杂度比图文类的高，但是内容可以更详实准确地展现造纸细节，也可更艺术化地营造唯美意境，是进行手工造纸大众化信息传播的主流路径。

2.3  交互类

交互类方式主要指传播内容通过已设定好的程序与受众可以互动的信息化表达方式。随着人工智能、虚拟现实、智能语音、物联网等技术水平的进步，人们在展示科普内容的途径上可以嵌入更多与受众进行互动的渠道。举例来说，在泾县宣纸博物馆和文化园中，展览方在多处值得讲解的地方都设置了显著的语音标识作为“虚拟导游”，游客可以直接询问“虚拟导游”，然后获得相关的语音讲解。游客也可在手机里下载展览方的游览APP，自动生成导览的地图并精确识别游客所处的位置。交互类表达方式给人以身临其境之感的同时，也给游客提供了更大的方便和自由度。

此种方式技术门槛相对较高，并且需要采购相关的软硬件设施，往往更适用于实地的科普展览和文化旅游。但作为一种先导型的技术以及倡导一种平等互动交流的理念，较好体现了科普的人文性[9]，交互类的信息表达在未来势必会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3 “非遗”科普的模式及其关系

研究信息化背景下的“非遗”科普，可以根据现有的一些实践经验分析总结出不同的模式并探求其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区别适用于不同的情境，以求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同时也能对“非遗”科普产生更为深刻的理解。

3.1 “非遗”科普的两种模式

根据对前文中两个案例的梳理，本文提出“非遗”科普的两种模式：普通模式和专家模式。

普通模式下的“非遗”科普，它所针对的人群是广大的普通民众。由于目标人群的特点是量大面广、知识水平和阅历参差不齐，这就要求此模式的内容表达方式较为通俗并且最好能具有一定的趣味性，而对内容的严谨性要求不高。科普内容不必太深奥，没有明显的漏洞和谬误即可。此模式的科普途径即是民众所经常接触到的科普场馆、“非遗”文化空间以及大众传媒。信息化的科普场馆中更多地趋向采用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智能语音、物联网等交互式的创展方法与受众互动，从而增强民众的接受度和参与度。大众传媒（主要包括电视、广播和互联网）可以通过纪录片、主题动漫和可全景展示的虚拟场馆等方式进行“非遗”科普。另外，“非遗”文化空间也是近年来新兴的产业形态，它因为具有更多的商业和经济属性（营利性）而区别于传统科普场馆，又因为具有线下实体属性（可体验性）而有别于大众传媒。“非遗”文化空间有可能是一条商业街，亦可能是一间艺术中心，还可能是一座文化园或者兼具多种形态，只是必须凸显所要表达的“非遗”主题。此空间如同真实世界中的一架桥梁，连接作为消费者的民众和作为生产者的“非遗”传承人；而搭建这座桥梁的开发商也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尽可能地聚集人气，从而实现多边共赢和可持续发展。前述普通模式下“非遗”科普的种种属性也决定了此模式更适用于偏重技艺型（如手工造纸）的“非遗”，并且此模式的科普功能主要在于增强普通民众对本国文化的认同感。

专家模式针对的人群，顾名思义主要是与所要科普的“非遗”行业相关科研人员，此类受众一般都是具有一定的本领域知识基础的，因此要求此模式下的科普内容具有较高的严谨性和深刻度，其表达方式应相对专业并广泛使用学术化语言。这里的表达方式往往有需要转换的情况：一种情况是古今转换。很多的“非遗”是以古籍文言的形式记载，在科普过程中需要转换成现代学术语言，如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中的“绞汁”转换成现代的“低温提取”。一种情况是显隐转换，即把很多地方性“非遗”中的隐性知识转换成通用可编码的显性知识。专家模式的科普途径更多的是学术共同体成员交流所常用的研讨会及专业数据库。在青蒿素案例中，多次的相关行业研讨会交流给了屠呦呦及其他科研人员很大的启发，并且屠呦呦关键性的研究成果也是在1972年3月的抗疟会议上发表的[10]。另外，基于各地单秘验方和人民来信等，屠呦呦科研小组于1969年4月整理编辑出的《疟疾单秘验方集》实际上成为了难得的抗疟同行专业数据库[11]，为此后青蒿素的筛选、发现奠定了重要基础。随着信息化时代的来临，如今的学术研讨会和专业数据库形式更加灵活多样，内容更加丰富广泛，既有同场研讨会和纸质档案数据库，又有视频研讨会和电子数据库，然而，如果缺少了对“非遗”的挖掘、整理、存档以及有价值的专业化表达转换，就相当于失去了源头活水，不管形式多么丰富，专家模式的“非遗”科普也只能沦为空谈。由此，专家模式的“非遗”科普往往更适用于偏重经验和知识型的“非遗”（如中草药等），并且其科普功能在于知识（也包括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等）的传承与创新，使专业人士对该领域能做到举一反三、融会贯通。

“非遗”科普的两种模式的属性对比如表1所示。

表1   “非遗”科普两种模式的属性对比

	


	属性
	普通模式
	专家模式

	针对人群
	广大民众
	行业相关科研人员

	适用“非遗”种类
	偏重技艺型
	偏重经验和知识型

	科普功能
	文化认同感
	知识传承与创新

	内容严谨性
	一般
	较高

	表达方式
	通俗、趣味性
	专业、学术化

	科普途径
	科普场馆、“非遗”文化空间、大众传媒
	学术研讨会、专业数据库


	


3.2  两种模式之间的关系

    虽然“非遗”科普的两种模式各有特点，但依本文看来，两者很难找到泾渭分明的界线，常常呈现出一种动态包含关系。

    在受众范围数量和分布上，普通模式包含专家模式。这是因为广大普通民众“非遗”科普需求在时间和空间上要大大多于在数量上不占上风的专家学者，并且，专家学者更多的只是某一细分领域的专业人士，换到另一不相关领域里，他们也会成为普通民众。由此可以推断，在“非遗”科普的实践活动中，应广泛调用市场化的手段，把更多资源投放到普通模式，推出更多让普通民众喜闻乐见、易于接受的作品，避免科普内容过于艰深而造成曲高和寡。在这种富含通俗、趣味性的氛围中，受众再根据自身喜好自由选择是否进一步介入小众的专家模式。同时应指出，通俗和趣味性并不是要接受明显的谬误和不科学甚至是低俗，恰恰相反，普通模式的“非遗”科普追求的正是从易于交互的体验中发现科学之光。

在“非遗”知识全面性和精准度上，专家模式反而包含普通模式。专家模式要求建立全面完整的专业“非遗”数据库，并通过学术研讨会等途径保持科研人员的相互对话与交流，从而可以辩证地看待与讨论“非遗”中的知识闪光点和不足之处，这比普通模式下往往更注重较为片面单一的知识点更为全面、客观、规范。另外，专家模式中的详实资料可以为普通模式的科普活动提供参考素材，专家模式中的科研人员也可以为同一领域的普通模式提供顾问咨询。同时，从青蒿素的发现过程中可以看出，专家模式的“非遗”科普的结果产出有可能会是突破式的。由此可见，在“非遗”科普实践中，也应高度重视专家模式，充分调用资源供给市场化手段往往无法触及的此种模式。

“非遗”科普的两种模式的动态包含关系如图1所示。



图1 “非遗”科普两种模式的动态包含关系

4  存在的问题

“非遗”科普虽有其很强的必要性和现实意义，然而从现阶段的科普研究领域客观地来看，它从概念到实际操作层面都还有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

4.1  概念层面

“非遗”科普现在来看还是比较新的概念，之前并没有学者系统地阐释这一概念。与之相近的概念有二：一个是“非遗”普及，另一个是科学史教育。“非遗”科普与“非遗”普及的区别主要在于，“非遗”普及只是泛泛地向受众介绍非物质文化遗产所要保护的内容，核心目的是增进公众对“非遗”的了解，从而达到保护的目的；而“非遗”科普侧重挖掘“非遗”中的科技成分（如：造纸术的发明）或者“非遗”相关的科学知识（如：青蒿素的发现），提炼其中的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核心目的在于提供一种不同的科学养料给现代人以更多角度和思维模式的启发。科学史教育的重点在于科学家对科学发现的探索过程，往往以西方的科学史为主，方式主要是较为严肃单一的学校教育；“非遗”科普更侧重本民族的科技史，方式以现场科普为主，更加宽泛灵活，受众也更多样。总的来看，“非遗”科普这一概念还需更加清晰地界定，其内涵也应有相应的补充研究和积淀。

4.2  实际操作层面

在实际操作层面，本文认为现存最大的问题就是科普工作实践尚未充分进入“非遗”科普这一科技与文化融合的新领域。当然，这涉及到科技管理机构和部门之间的协同，以及部门内部的人员分工，只有管理机构内部梳理好工作安排，明确职责分工之后，相关的实际工作才能有明显的推进。关于“非遗”科普工作方式方法问题，本文认为，应该把重点放在“融合”二字上。这里的融合，即是指科技与文化的融合，既做到“形”的融合，更要争取“神”的融合，力求把“非遗”中所体现的古代科技思想与现代的展示手段有机结合。这就需要根据受众对象，从大量的“非遗”介绍说明资料中挖掘筛选合适的科技题材制作成精华的内容脚本，根据脚本再确定选用恰当的信息化表达方式及相应模式。“非遗”科普应避免把“非遗”的内容不加梳理地照搬照抄，甚至出现很多知识上的谬误，如此就会让这项工作效果大打折扣或者适得其反。

5  结论及展望

我国大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蕴含着与科普直接相关的科技知识和间接相关的科学思想以及科学事件，把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科普相连接的“非遗”科普，也体现着科技与文化相融合的时代精神。“非遗”科普的信息化表达方式可以归纳为图文类、音视频类以及交互类这三大类，而每一大类的表达方式又对应着若干不同的信息化传播途径，由此构成“非遗”科普具体的媒介系统。根据受众对象的不同，本文把“非遗”科普归结为普通模式和专家模式，两种模式之间有着动态包含关系。当然，作为一个较新的学术名词，“非遗”科普从概念到实际操作层面都还存在一些需要厘清的框架和有待解决的问题，但相对于它的意义和价值，这些问题是值得去面对和克服的。随着物联网、虚拟现实等信息化技术手段日新月异地进步和内容准确度的提升，相信“非遗”科普会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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